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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藤仁史教授訪談錄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Sato Yoshifumi

菅野智博（Kanno Tomohiro）*

一、前  言

佐藤仁史教授為慶應義塾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一

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教授、東洋文庫研究員（客

座）。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社會史、東亞近現代

史、口述史。已出版：《近代中國の鄉土意識：清末民

初江南の在地指導層と地域社會》（東京：研文出版，

2013），2015年獲得第一屆井筒俊彥學術獎，中譯本為《近

代中國的鄉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的地方精英與地域社

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太湖流域社

會の歷史學的研究：地方文獻と現地調查からのアプロ

ーチ》（與太田出合編，東京：汲古書院，2007）；《中國

農村の信仰と生活：太湖流域社會史口述記錄集》（與太

田出、吳滔等人合編，東京：汲古書院，2008）；《中國

農村の民間藝能：太湖流域社會史口述記錄集 2》（與太

田出、藤野真子等人合編，東京：汲古書院，2011）；《嘉

定縣事：14 至 20 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與吳滔

合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4）；《中國江南漁民

と水邊の暮らし：太湖流域社會史口述記錄集 3》（與太

田出、長沼爽合編，東京：汲古書院，2018）；《垂虹問

俗：田野中的近現代江南社會與文化》（與吳滔等人合著，

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8）；《山林、山民與山村：

中國東南山區的歷史研究》（與杜正貞合編，杭州：浙

江大學出版社，2020）等多部著作以及數十篇專題論文。

＊作者現為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副教授。

佐藤仁史教授 佐藤教授出版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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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思歷程

（一）開始中國史研究的背景

問：感謝佐藤教授能接受訪問，讓讀者對您的學術

研究背景及其成果有更深入地理解。

答：首先非常感謝漢學研究中心能給我這樣寶貴的

機會。與之前刊登在《漢學研究通訊》「漢學人物」欄

的著名漢學家相比，我可能有些太年輕了，而且也沒有

取得像他們那樣豐碩的研究成果。我能夠被提名，並不

是因為我個人的研究成果可與他們媲美，而是意味著我

參與的研究團隊以及我繼承的日本漢學研究方法和成果

得到了一定的認可。因此，我希望能夠利用此機會，與

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繼承的學術譜系，以及過去十五年所

參加的田野調查團隊的調查方法和成果。

問：請問是什麼讓您對中國感興趣，進而走上研究

中國史的道路呢？

答：從小學起我就很喜歡歷史，特別喜歡社會課和

歷史課，進高中的時候我就有一些想學歷史學的想法

了。高中時我對包括歐洲史和美國史在內的世界史很感

興趣，其中中國歷史上反復的王朝興起、被革命推翻，

以及與周邊民族的關係等等，這些與日本史不同的動態

深深地吸引了我。高二我選擇了文科，也是因為我覺得

我會去讀歷史系。

最終我選擇學習中國史主要有三個緣故。第一個是

高三時發生的天安門事件。日本各電視台播放的事件

情景以及與此相關的報導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

使我對中國更加感興趣。當時網路還未普及，信息很有

限，所以還只停留於莫名的興趣。第二個是大學的第二

外語。我的母校慶應義塾大學文學部，在申請入學考試

時就需要選擇第二外語。那時有傳言說，選擇中文更容

易通過入學考試（笑）。當然，我是因為對中國感興趣

所以才選擇了中文。入學後，我就開始學習中文，自然

而然地就對中國更加感興趣了。與此同時，我開始對講

述這種語言的人們以及社會也產生了興趣。第三個是到

中國留學。本科生的時候十分流行一邊手拿《地球の歩

き方》（走遍全球），一邊利用廉價機票或船票去世界各

地背包旅行。當時澤木耕太郎的《深夜特急》很受歡迎，

有很多追隨者。而且當時日圓升值，日本還處於泡沫經

濟高峰時期，只要打工賺一些錢就可以去那些發展中國

家旅行。當時很多大學生都利用假期去世界各地「貧乏

旅行」（廉價旅遊）。例如我的一位朋友，坐船到中國後，

乘坐火車去了西域，之後又去了巴基斯坦。由於我在學

中文，所以我很想去中國看看。大二的春假，我坐「鑑

真號」輪船前往中國，利用兩個月的假期先後訪問了上

海、北京、西安等地。那時沒有錢，所以住的都是 1 晚

500 日圓左右的青年旅館。讓我記憶尤深的是，雖然當

時中國與日本的經濟差距比較大，但社會整體充滿了活

力，人們也不拘小節，這樣的中國深深地吸引了我。大

三的時候，我自費去復旦大學學習中文一個月。課程結

束後，我又去中國各地旅行了一個月。這樣的短期留學

和旅行，逐漸地讓我有了長期留學的想法。我希望能夠

精通中文，能用中文去更深刻地瞭解中國。那時我真的

沒有考慮過要成為一名學者，可能因爲當時還有泡沫經

濟之餘潮，所以對畢業後的規劃比較樂觀，只想一心學

好中文，並且想讀碩士提高一下專業知識，然後去企業

或者報社工作。

除了留學之外，山本英史老師的研究班也是我想攻

讀研究生的主要原因。從大三開始我們需要參加研究

班，我選擇主修山本英史老師的課。因為我對明清史感

興趣，還有就是我深深地被其人品所吸引。山本老師的

研究深受行內人的認可，但對當時的我來說可能有些太

難了。然而，他解讀中文史料的能力和對史料細緻地分

析，以及思考問題的邏輯思維都讓我十分敬佩。雖然我

已成為一名老師，也到了當時山本老師的年齡，但我在

很多方面都難以超越他。一直以來山本老師十分注重學

生的自覺性，只要是我想做的事就從來沒有阻止過。從

學生時代開始我就有一個習慣，只要一到假期我就去中

國，山本老師也很重視這種對當地的瞭解和掌握，所以

他一直都很支持鼓勵我這種作法。我偶爾還會和山本老

師在中國會合，然後一起去觀光或查閲史料，還記得第

一次去第一歷史檔案館也是和他同行的。晚上一邊喝

酒，一邊聽他講述獨特的中國社會論，讓我學到了很多

東西。畢業後，我們也一同參加了科研項目的田野調

查。身爲他的第一個研究生，能受到山本老師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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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無上的榮幸。

（二）留學經歷

問：您在留學期間有什麼樣的收穫？

答：我在大四的時候，利用慶應義塾大學的交換生

制度，前往復旦大學留學一年。只要我向慶應義塾大

學繳交學費，在復旦期間的學費和住宿費就都由中方負

擔。決定留學後，我便開始考慮除了中文之外還能學什

麼，也很想和中國的大學生一樣上一些專業課。在此過

程中，我對上海和江南的歷史產生了興趣。當我查閱復

旦大學的各種信息時，瞭解到有一位名叫樊樹志的老師

研究江南的市鎮。我請求山本英史老師幫我聯絡樊教

授。就這樣，我在留學期間選修了樊教授的課，其中包

括他在國際文化交流學院開設的「明清江南市鎮研究」，

以及針對研究生開設的「近代江南農村研究」和「明代

政治史」。那時選修「明清江南市鎮研究」的只有我和

另外一位日本留學生。由於她提前回國，所以最後一個

月只剩下我一個人。很榮幸的是，那一個月樊教授特意

來留學生宿舍為我單獨講課。當時的課堂筆記我到現在

還完好地保留著，可以說是我的一個寶物。樊教授在課

上介紹了滿鐵的華中調查，也分享了他與濱島敦俊教授

一起進行田野調查的經歷。讓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常常

強調田野調查的重要性，當時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後來

會去進行田野調查。但是現在回想起來，樊教授的課使

我無意識地學到了田野調查的重要性，這也可能是之後

的一個暗示吧。真的要感謝樊教授在我留學期間的悉心

教導。

通過留學我還結交到幾位好友，其中一位就是現在

在中國大陸很知名的侯楊方教授。侯楊方當時跟著樊

樹志教授讀碩士一年級。留學期間，我不太和留學生交

流，一週之中有五天都與侯楊方和另外兩個好朋友進行

語言交換。他語速很快，我的聽力應該是他鍛煉出來的

吧。那時我們一起上樊教授的課，課後我們還就一些學

術問題展開討論。記得那時侯楊方正在寫反駁黃宗智教

授「內卷化」的論文，所以我們就這個問題也展開了討

論。雖然當時的討論比較幼稚，但真的很開心，也讓我

慢慢地感受到了學術的樂趣。另外，留學期間我還在上

海參觀了很多歷史遺跡，自然而然地就能感受到歷史的

薰陶。印象很深的是，我的學弟來上海探望我的時候，

我們與侯楊方一起去了同里鎮和費孝通曾經調查過的開

弦弓村。在交通不是很方便的時代，三個學生去這樣的

市鎮和農村觀光，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這樣的經歷

也讓我對江南研究更感興趣。可以說，這一年的留學經

歷決定了我之後的研究方向吧。通過留學我結識到了樊

樹志教授和侯楊方這樣的貴人，也親身體驗到中國文化

的深奧以及人際交往的樂趣。

（三）求學期間受到的學術影響

問：您的求學過程中，哪些學者和著作給您的影響

較大？

答：1980 年代的明清史研究中，「地域社會論」特

別受到矚目。這其實是與當時中國的情況密不可分的。

之前老一輩的學者們在研究時，受到「革命史觀」的影

響，認為中國是革命的先驅、中國的社會主義是值得參

照的榜樣。然而，改革開放後大家瞭解到中國還是一個

發展中國家。在這樣的情況下，學界關注的是根深蒂固

的中國傳統之不變性。換句話說，中國是一個不容易改

變的國家，有必要關注其連續性。為了闡明中國固有傳

統是怎樣形成的、又如何影響到近代和現代等課題，明

清史研究便受到了關注。受到恩師山本英史老師的影

響，我也想研究明清史。在整理明清史研究動向的過程

中，我瞭解當時很盛行地域社會研究—特別是以各種

中間團體或社會組織為線索來看中國的研究方法。尤其

是岸本美緒的種種方法論上的討論、森正夫和濱島敦俊

的研究、上田信和山田賢的宗族研究等，都給我很大的

影響。漸漸地我也很想從這樣的方向探討江南社會，特

別是江南市鎮的地域性和社會組織的關係。

另外，人類學研究也受到關注，特別是關於宗族研

究有很多傑出的成果。例如，以香港新界或東南亞為對

象的研究、瀨川昌久和華琛（James Watson）的研究都

給我很大啟發。這些學者的著作是我在另一位導師可兒

弘明教授的研究班上開始接觸的。通過對人類學的學

習，我意識到不能僅僅局限在歷史學內，需要吸取一些

分析現代領域的經驗。此外，碩一的時候，早稻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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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慶應義塾大學的幾位研究中國文學研究生共同創辦了

「中國都市藝能研究會」（中國城市戲曲研究會），很幸

運我也是成員之一。通過與他們的學習和交流，我領悟

到結合歷史學、人類學、文學等跨學科領域的角度研究

中國戲曲的必要性，以及從多種角度觀察中國和中國社

會的觀點。

另一個是溝口雄三的《方法としての中国》（《作為

方法的中國》）。這本書當時很受歡迎，主要是因為當時

存在著如何理解中國、理解社會主義，還有如何理解那

時十分受矚目的新興工業化國家（NIES）等課題。很多

人發現：嘗試將亞洲經濟發展的歷史背景與中國相聯繫

的時候，用日本傳統的中國觀無法完全處理。當大家苦

惱如何理解該現象之際，溝口教授的這本著作問世了。

當時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三、學術研究

（一）地方精英研究

問：不知您是如何選擇本科畢業論文、碩士論文、

博士論文的題目？

答：本科畢業論文我想寫正統的明清史。1980 年

代的研究，是將明末清初做為一個重要的轉折期，認為

以明代江南為中心的商業發展帶給中國巨大的變化，焦

點集中在如何去理解明末清初的轉變。留學期間，我在

學習中文的同時還需撰寫畢業論文，所以便開始在上海

收集史料。但由於那時上海圖書館正向淮海路的新館搬

遷，我沒能看到古籍部的史料，所以只能去復旦大學的

古籍部查閱地方志和族譜。當時我深受上田信教授的影

響，也想做類似的宗族研究。在查閱族譜的過程中，我

發現了上海曹氏的族譜。曹氏一族裡出了兩位進士，也

有幾位舉人，可說是清代中期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宗族。

該族譜的記載十分詳細，可以從中瞭解到族人的通婚

圈。另外，在地方志中也有相關記載，其中一些族人在

文集中也有一些文章，他們還積極地參與地方水利和慈

善事業。畢業學位論文我就以曹氏一族為中心寫的。之

後在侯楊方的幫助下，我把其中一部分改寫成單篇論

文，發表在學術期刊上（〈清朝中期江南的一宗族與區

域社會：以上海曹氏為例的個案研究〉，《學術月刊》，

1996 年第 4 期）。

碩士論文我想以同樣的方法展開研究，但沒有找到

相應的史料。眾所周知，宗族研究主要以華南為中心展

開。但是我想研究江南，特別是想將市鎮和宗族結合在

一起，探討以市鎮為中心的地域社會與宗族的關係。碩

一的時候，由於沒有很好的史料，這讓我十分糾結。隨

後我嘗試把時段移至清末民初時期，倒是發現了很多相

關史料。讓我記憶猶新的是碩二暑假，我以新編地方志

為線索在上海找到了很多史料。其中包括了一個生活在

上海郊外城鎮的宗族族譜和文集，還有他們編纂的鄉土

志等，這才讓我有自信能完成碩士論文。在此過程中，

出現了如何分析從宗族延伸出來的士紳問題，我便開始

積極地吸收士紳研究以及地方精英研究的成果，希望在

參考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地域社會論」的方

法探討清末民初的情況。換言之，與其說將目光停留在

近代，不如說是通過探討這些人如何經歷清末民初此一

傳統轉換至近代的。撰寫碩士論文的過程中，我發現江

南存有多種多樣的地方文獻，包括鄉鎮志、鄉土志、文

人的文集等等。完成碩士論文之後的 1997 年春天，我

再次前往上海收集史料，發現了更多當時中國學者尚未

關注的縣級和鎮級的地方報刊。就這樣，我漸漸地注意

到在江南生成歷史史料的「磁場」。具體來說，當時的

人們並沒有想要將被我們稱之為一手史料的東西保留下

來，而是我們後人「發現」、「產生」一手史料「磁場」

的事實。我的博士論文進一步深入地討論了這些問題。

總之，碩士和博士學位論文可說著眼於地方、地方精英

與地域社會的關係，甚至是保留文獻的地方人物之研

究。雖然我的博士論文於 2013 年出版，但大部分乃是

基於 1990 年代的問題意識而寫就的。

（二）江南基層社會史研究

問：您為什麼開始進行田野調查？

答：誠如前述，留學期間樊教授的課讓我無意識中

領悟到田野調查及閱讀前人田野調查成果的重要性。另

外，與侯楊方訪問江南各地的體驗，也讓我對田野調查

有了一定的印象。但碩士和博士期間在江南收集地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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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成功，讓我覺得可以持續地收集這樣的地方文獻，

所以最初並沒有想到自己會去跑田野。

我從 2001 年起在滋賀大學任教。那時侯楊方越來

越忙，沒有辦法繼續陪我去收集史料，於是他建議我與

當時還是復旦大學博士生的吳滔一起去。我與吳滔於

1998 年在蘇州大學召開的中國社會史學會上相識，當時

我們是相互的評論人，但那次之後就一直沒有聯繫。就

這樣，我與吳滔 2002 年 8 月再次相遇，一同前往吳江、

常熟、蘇州等地的圖書館和博物館，發現大量的族譜和

日記等一手史料，還很興奮地就史料的使用方法等問題

展開討論，這也使彼此變得更加瞭解。對我來說，2002

年和 2003 年調查的首要任務是收集地方文獻。當然，

我也一直認為有必要將視野擴大到基層。比如，我的博

士論文裡所利用的地方報刊，在 1910、20 年代便刊登

了很多與民間文化有關的文章。這些幾乎都是知識階層

將民間文化視為啟蒙百姓的內容。雖然有一定的限制，

但我感覺只要大量收集相關文章的話，就可以分析地域

社會與民間文化的關係。結果發現，就算我收集再多也

沒有很大的用處，知識階層的偏見終歸還是偏見。

正在猶豫如何將研究視野擴大到基層時，2004 年以

太田出教授為首的科研項目「清末民國期江南三角洲市

鎮社會的結構變動與地方文獻之基礎研究」正式通過，

主要成員包括太田出、陳來幸、稻田清一、山本英史老

師和我。該項目之主要目的是關注那些沒有被記載的所

謂「田間小民的鄙事」，亦即那些被士大夫認為是沒有

意義的、無需記載的、或他們一直帶著有色眼鏡去觀察

的民間文化。為了突破這些限制，調查團隊打算在收集

地方文獻的同時實施口述訪問，以及參觀那些又「復

活」的廟會儀式。其實我們的調查，最初以收集地方文

獻為主要目的。當時通過吳滔牽線，結識許多幫助我們

的當地朋友，有機會參觀漁民的儀式、廟會以及宣卷的

上演等等。很快地，我們就對田野調查產生了濃厚的興

趣，從 2005 年起全面地展開口述訪問。在調查中，逐

漸地開始關注農村和漁村社會之中存在的共同性以及空

間性問題，也開始思考如何與日本在戰爭時期的華中調

查和以村落共同體論爭為首的相關討論展開對話，並從

中找尋我們團隊的獨創性。我們的調查也發展到第二期

科研項目「解放前後太湖流域農漁村的『鄉土社會』與

田野調查」。通過這兩期調查，我們對濱島敦俊教授未

能深入探討的漁民社會組織及信仰組織、漁民的生命史

等問題，取得了一定的收穫，這是調研團隊的重要成果

之一。就這樣，我的研究從最初關注縣級別或鎮級別的

地方精英，慢慢地下降到基層社會士紳，又逐步地擴展

到周邊的人群。田野調查讓我的研究有了這樣轉變，也

有機會去接觸這些人群。

（三）基層社會周邊的人群

問：近年您的研究對象擴展到山村社會，請問這種

轉變有什麼樣的背景？

答：從 2007 年到 2010 年，太田教授和我參加科研

項目「東亞海域交流與日本傳統文化的形成：以寧波為

中心的跨學科構建」（主持人：小島毅）中的田野調查

部門「圍繞海域的地域社會」，對浙江省的水上居民進

行了調查。太田教授原本想針對海洋漁民展開調查，但

進展沒有那麼順利。之後他邀請我加入調查，在吳滔的

幫助下，我們試圖通過對九姓漁戶的調查分析浙江的水

上居民。九姓漁戶主要活動在杭州周邊以及錢塘江流域

一帶，所以我們從杭州開始調查。但是，杭州城市化的

進展，讓我們很難找到相關人士。當我們調查到錢塘江

上游（新安江）的建德時，終於發現了很多線索。在此

過程中，我們認為有必要調查江南後方地區的錢塘江以

及浙江省山區。因為九姓漁戶除了漁業之外，還有很多

人從事航運業，他們把木炭及木柴等林產搬運到杭州和

上海下游的大城市。由於我們慢慢地習慣了在中國的田

野調查，再加上吳滔的充分安排，2007 年開始的九姓漁

戶調查進展得十分順利。這一時期的採訪，甚至可能是

我們最成功的口述調查（相關的口述記錄打算以《七里

揚帆：建德、桐廬九姓漁戶調查報告（擬題）》出版）。

就這樣，我的問題意識擴展到被搬運的林產，也開始展

開了對山村的調查。這也成為了 2013 年開始的與浙江

大學的合作項目：「關於近現代太湖流域農山漁村自然

資源管理的田野調查」（主持人：佐藤仁史）。經過數年

調查，我們出版了羅雪昌著，杜正貞、佐藤仁史、陳明

華、宮原佳昭、相原佳之編《見證：一位農民的新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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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以及杜正貞、

佐藤仁史編《山林、山民與山村：中國東南山區的歷史

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20）。

自 2009 年我到一橋大學工作後，有很多學生研究

東北農村，因此我在東北也開始了文獻調查和田野調

查。我發現東北與江南不同，相對上比較保守，史料並

不是很開放。但是東北也有它獨自的特徵，那就是東北

與日本有著密切的關係，我們可以從這一點著手尋找一

些相關史料。之後我就開始關注中國殘留日本人以及遣

返日僑的問題，通過與他們的接觸收集一些相關史料，

還展開了口述訪問。其中最關注的，就是遣返日僑的個

人文書以及相關遣返日僑團體所發行的會刊。在此中記

錄著很多日本人的「滿洲經驗」，是十分重要的史料。

可能很多人認為遣返日僑與江南沒有任何關聯，但我通

過對遣返日僑和殘留日本人的調查發現，這些人回到日

本後是受到歧視的群體，是沒有辦法融入到日本社會的

一種「族群」。雖然同樣是日本人，但在細節部分還是

會有很大的分歧。對於我們來說可能只是很微小的差

異，但對當事人來說這是決定其認同的重要問題。這也

讓我覺得在觀察江南的地域社會時，也有必要關注這樣

的「邊緣人」的問題。要是我一直只研究江南的話，可

能不會發現這樣的問題。我很幸運這些年可以退後一步

來看江南，這讓我有了更加豐富的觀點和視角。

四、田野調查

（一）田野調查的契機及其成果

問：能請您再講述一下田野調查及其成果嗎？

答：除了 2007 年到 2010 年的「寧波計劃」之外，

我們科研團隊共主持了三次項目，其中以太田出教授

為 名 有 兩 次（2004-2006 和 2008-2011）， 我 則 有 一 次

（2013-2016）。2020 年我開始了一項個人的項目「關於

近代中國『風俗』論的社會史研究」，可以稱之為第四

期，主要是圍繞太湖流域的調查。回想這四期的調查，

最幸運的就是遇到了很好的合作夥伴。中山大學的吳滔

教授是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合作人，一起進行田野調查。

這對於他來說可能沒有直接的收穫，但他還是一直耐心

地陪伴我們。要是沒有吳滔的幫助，我們的田野調查是

無法獲得成功的。當然有時候會就一些想法或方法上的

事情而爭辯，但那時每天一起共事，並能隨時交換各種

意見，使我們在學術和調查方面都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

驗。第四期調查的研究計劃以及方法，也是通過吳滔接

觸到「華南學派」的方法論後，在 2016-2017 年的香港

訪學期間親身與華南學派學者的交流中構思出來的。吳

滔不僅僅是在江南調查方面給與我很大的幫助，在方法

論上也讓我學到了很多。真的十分感謝他一直以來的陪

伴。

第三期的合作人是浙江大學的杜正貞教授。到了這

個時期，吳滔在中山大學的校務越來越繁忙，不能像之

前一樣陪伴我們進行調查，於是他就把杜正貞和陳明華

（杭州師範大學歷史學系）介紹給我。杜教授深受華南

學派的影響，自身也長年參與田野調查，是一位非常優

秀的學者。她十分擅長田野調查，所以之後的調查都由

其協助，細心安排完成的。對外國學者來說，田野調查

的成敗取決於與當地合作人的關係，因此如何選擇十分

重要。身為合作夥伴，不能只根據關係好壞來選擇，應

該注重對方是否有田野調查的經驗及是否利用相同的研

究方法。但是，性格合適與否也很重要，合不來的話調

查工作就很有可能以失敗告終。從這一點來看，我真的

很幸運遇到了他們這些可以發自內心展開學術討論的優

秀學者，與他們的合作與交流，也使我的研究有了很大

的進步。

第四期調查雖然形式上是從 2020 年開始的，但我

從 2018 年就已與蘇州科技大學的老師和學生展開。2015

年我擔任蘇州科技大學兼職教授後，在與學生討論田野

調查方法的同時，也通過實際的調查來累積經驗。我在

2019 年傳授該校有關田野調查方法時與一位碩士班研究

生相識，他在蘇州找到很好的研究對象，並且與當地人

建立了一定的人際關係，也收集到許多相關史料，進行

大量的口述訪問。目前我們已有 43 萬字之多的口述訪

問記錄，這是第四期調查的基礎之一。

順帶一提，隨著年齡的變化，自己在調查中的位置

與方法也有所不同，所經歷的情況也不一樣，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寶貴的經驗。剛開始田野調查時我僅有 32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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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馬上就要 50 歲了。最開始的合作夥伴是年長者，

之後是同齡人，現在是比自己年輕很多的青年學者。恰

恰與我的年齡相反，合作夥伴反而是越來越年輕的學

者，最後的目標可能是我自己也成爲受訪人吧（笑）。

就好像現在帶著學生調查一樣，希望在田野中能把我長

年積累的經驗傳授給他們。我猜這是每一位進行田野調

查的學者都會有的感受吧。

問：請問您從之前的日本人調查中得到了哪些啟

發，並如何去與這些研究進行對話 ?

答：日本人在中國農村展開田野調查時，一定要立

足於老一輩的調查資料，並與他們的出版成果進行對

話。日本的中國農村調查早自戰爭時期就已開始，可以

稱他們為第一代。1980 年代後，在江南地區森正夫和濱

島敦俊的團隊，以及在華北地區三谷孝和內山雅生的團

隊分別展開再調查，可謂為第二代。第三代就是像我這

樣的，直接或間接的接受過第二代教育的學者，例如有

三谷孝教授的弟子田原史起、山本真等等。日本各個世

代的學者，分別在不同的時間段進行了田野調查，積累

了 1940、1980、2000 年代等不同時期、不同層面的中國

農村記憶。通過調查我逐漸發現這些記憶的重要性，今

後有必要將各層次積累的記憶相互參照，並通過對比來

理解不同時代、不同世代之間的變化。另外，被講述的

記憶與引導他們講述的「磁場」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

我們在研究時還需要注意這些不同的「磁場」帶給記憶

的影響。

在第一期到第四期的調查中，我們重視的是民間信

仰，其主要原因有三點。第一點是日本學者江南調查的

傳統。無論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的江南調查，都十分重

視民間信仰在基層社會的統合中所起到的作用。譬如，

戰爭時期在蘇州郊外農村展開調查的林惠海將「農地、

農家、農神」視為理解江南農村的關鍵線索；作為林惠

海助手的福武直也早早就指出了信仰圈在鄉鎮社會中的

重要性。第二代的調查中濱島敦俊教授從社會經濟史的

角度出發，重新探討了第一代的觀點，並將鎮城隍廟管

轄的信仰圈形成過程定位到歷史脈絡之中。我們的調查

在繼承這些前人的成果之上，針對信仰圈的實情展開了

口述調查。

第二點是日本中國農村研究的學術傳統。長期以來

日本的中國農村研究十分重視對村落共同體的討論，很

多研究已指出：中國農村不存在與日本村落相同的村落

共同體。那麼，我們有必要考慮是什麼因素讓基層社會

的人們連接在一起的。我認為，中國基層社會通過信仰

或種種禮儀而形成、存在的社會秩序，可以說是中國的

特徵。科大衛教授指出，中國展開了種種禮儀革命，通

過各種形式的禮儀形成了社會秩序。今後有必要通過對

各個地域的分析，更進一步探討這些禮儀的實情。很慚

愧的是 2004 年的時候我還沒精讀科大衛教授的著作，

但當時已開始關注到基層社會通過神緣整合在一起，這

也是由於我們團隊初期調查深受濱島教授研究的影響。

另外，還有濱島教授沒有直接引用的福武直有關信仰圈

的討論，也給予我們很多啟發。

第三點是調查環境的轉變。2004 年開始田野調查

之後，我們得到了觀看以廟會為首的種種民間文化的機

會。在此過程中，我們深深地體驗到改革開放政策以後

民間文化在江南的復興。不得不說，2004 年前後，想

從正面去調查這些與民間信仰有關的活動是有一定困難

的。然而，由於之後非物質文化遺產熱潮的到來，這些

民間文化被認定為非物質文化，使我們更容易進行調

查。

在繼承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團隊的主要成果可

說通過調查及分析，更進一步地證實了濱島教授的假

說。此外，對同時代民間信仰、禮儀的探討，是我們主

要的收穫；對漁民和漁村的調查也是成果之一；還有就

是調查的時候，我們能夠採訪到一些 1920 年代、1930

年代出生的老農民，從他們身上獲取到一些關於 1949

年以前的情況。現在展開調查的人，應該已經幾乎無法

對這一代的人進行口述訪問了。

問：出版口述記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成果。請問你

們為何決定出版口述記錄？

答：第一期和第二期的調查有些過於強調口述訪問

了，這既是我們調查工作的優點，也可說是我們的缺

點吧。為了其他學者也可以利用調查成果，我們將口述

訪問進行整理，以口述記錄集的形式出版。用吳滔的話

來說，我們太執著於「編纂史料」了，而華南學派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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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更重視如何在現場閱讀史料，也就是注重在地方收

集史料的同時，還注重如何在地方的脈絡中閱讀這些史

料。如吳滔所言，「編纂史料」可能是我們團隊的特徵

之一。之所以出版口述記錄集，其實和日本的中國農村

調查的傳統也有關係。中國農村慣行調查以及濱島敦

俊、三谷孝、佐佐木衛的調查，都將口述訪問整理出版，

這也使得學者們以及一般讀者可以檢證他們的研究。文

獻史料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到，但採訪記錄只要我們不整

理，誰都無法去檢證我們的研究，這會使得調查的科學

性和實證性大幅地減弱。我們並沒有特意去「編纂史

料」，但從結果上來看，對其他人來說我們似乎著眼在

「編纂史料」。

問：請問為何會用中文出版？

答：我們的採訪是以中文進行的。為了確保史料的

性質，就理所當然地使用中文出版了。更嚴密地說，其

實我們應該按照受訪者的方言來整理，但這樣的話需要

用吳語整理，會消耗很多勞力。從這一點來看，我們的

口述整理還有完善的餘地。等將來可公開錄音的時候，

要是有人能再確認我們的採訪的話，或許將會有其他嶄

新的發現。據說我們的口述記錄集開始慢慢地被拿來引

用，最近好像復旦大學的研究團隊正在閱讀這些記錄。

大部分的研究，可能時間久了就會變得陳舊，但是記錄

可能歷久不衰，時間越長其價值就越高。要是能有更多

人來利用這些口述記錄集，對我們來說是無比的榮幸。

問：在調查中有沒有「被防範」的時候？另外，在

調查中有什麼特別注意的事項嗎？

答：在採訪的過程中，我們當然盡可能避開受訪者

不想講述的內容。第一代的調查是在戰爭時期的情況

下，而第二代的調查則是在政府官員的監督下進行的。

與他們相比，我們的採訪是在受訪者家中，或是他們平

時習慣生活的環境中進行的，可說是在平等的關係下採

訪到了他們的真心話。這也是我們與前兩代調查有所不

同之處。當然我們也有「被防範」的時候。我記得 2006

年、2007 年採訪漁民的民間信仰時，有些漁民的戒備心

很強。據我們私下瞭解，他們在 1950 年代被視為「會

道門」，當時曾受到嚴厲的鎮壓。因此，有些老人擔心

我們會把他們的信息洩漏給政府，進而對他們不利。為

了得到他們的理解及建立信賴關係，我們細心地說明科

研調查目的，還保證只用於學術研究，絕不公開實名。

（二）田野調查的課題與展望

問：關於田野調查，您覺得有什麼不足之處嗎？

答：不得不說我們的田野調查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其中一點是漁民和農民的關係。我們團隊試圖以漁民為

中心，分析水上居民生活；在調查中收集了大量關於漁

民生命史的口述記錄，可說是我們重要的成果之一，在

當時具有一定的先驅性。但現在回想一下，我們似乎將

水上人和陸上人區分得太明晰了。這可能是因為我們受

到中國共產黨在集體化時期以戶口政策為首的各種政策

所影響。那時我們完全以中國共產黨的分類為前提進行

調查，認為漁民一直都是漁民，農民一直都是農民。但

華南的水上居民研究已闡明，其實水上和陸上並沒有分

得那麼明顯；有陸上人去水上的情況，也有水上人買到

土地後上陸發展的情況。我們需要結合各地域的脈絡和

時代的脈絡，去理解其中複雜的相互關係。現在很後悔

在調查時沒能注意到這些問題。

另一點由於受到濱島敦俊教授的影響，我們將重點

放在口述調查上，沒能進行更綜合性的田野調查。例

如，通過更多對禮儀的觀察來考察其如何成立的，包括

有怎樣的改變、與其它地域有何不同、現實中與文獻中

的禮儀有何不同等等。還有就是對石碑也沒能進行充分

的調查。可能是因為當時我們認為江南沒有太多的石

碑，所以就忽略了。華南學派的調查方法常常被說成是

「進村找廟，進廟找碑」，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的調查方

法單一，反而是他們更深地理解地域社會的表現。廟是

生活在基層社會人們的秩序及社會整合的核心，所以找

廟；石碑是為了將在這樣民間的公共空間中發生的、各

個時代不同的事件吿示人們而豎立的，所以找石碑。我

們有必要更重視寫在石碑上的內容，從中讀取相關的信

息，並根據其內容進行口述訪問。另外，吳滔常常提到

的在當地閱讀史料，也是我們的不足之處。例如景觀就

是很重要的元素，因為景觀的形成及變化是人們各種行

為所積累的結果。我們要想真正地讀透地方志，也需要

結合地方的景觀和脈絡。那時我們沒能有意識地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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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被講述的生命史結合在一起，以更綜合的辦法理解地

域社會。2011 年通過吳滔的介紹，我參加了科大衛教授

主持的大型科研項目的田野調查。讓我記憶猶新的是，

他們將相關史料裝訂成一本史料集，一邊閱讀這些史料

一邊進行調查。這樣的方法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是十

分寶貴的經驗。

基於以上反思，迄今進行的第四期調查中，我們有

意識地收集石碑上的碑文，注重對景觀和廟會的持續觀

察，以及在當地閱讀石碑和地方志等史料。希望這些反

思可使第四期的調查超過之前的三期，也希望通過師徒

關係將這些田野知識傳授給下一代。

五、未來計劃

（一）今後的研究計劃

問：能分享一下您今後的研究計劃嗎？

答：現在進行的是第四期的調查。受到新冠疫情的

影響，有些計劃很難預測。就現階段來說，我今後有兩

個想要研究的課題。第一個是水域社會史研究。該題目

與田野調查的反思有關，就是想探討水上人和陸上人之

間複雜的相互關係。濱島教授曾指出，以分圩為首的江

南水邊開發，特別是工程開發在清代初期就已結束了。

然而，受到太平天國的影響出現了很多空地，在耕作者

不足的情況下從各地召集開墾戶，結果大量移民在湖田

地帶生活，或是開發這些水邊地帶。因此，我們需要思

考水域社會是如何被開發的、人們是怎樣適應的等問

題。與之同樣重要的是，在長江沿岸以及沿海地帶被稱

為「沙田」的沖積平原。江南的沙田主要由蘇北人或來

自其它地域的人開發。在此過程中，本地人和這些族群

的關係也發生種種變化。我們通過對更長時期水邊社會

的開發，以及流動的水域社會分析，可以瞭解到江南的

開發並不是在 17 世紀初結束，而是直到近代還一直連

綿不斷。我希望通過對水域社會的開發和紛爭，以及社

會秩序形成的探討，來填補這一研究史上的空白。近

年，劉詩古、徐斌等華南學派第二代的學者開始關注水

域社會史，並出版了優秀的著作。我希望吸取他們的成

果和觀點，對江南的水域社會史展開研究。其實，現在

在第四期的項目中所調查的蘇州西部，原本也是水邊地

帶，好像是在明代開發出來的。如果將其也視為水域社

會的話，我想我們會獲得一些新的線索。最近我還在設

想，整個江南實際上就是一個水域社會，我們需要通過

對江南水域社會的分析，來闡明做為水域社會的江南。

更進一步說，可以將華南及長江流域也視為水域社會來

展開討論。總而言之，通過對水域社會的研究，能讓我

們從不同的角度重新理解近千年的中國史。現在這點還

只是處於粗略的構思階段，希望通過第四期、第五期、

第六期的調查，以及與國內外相關學者的交流，能夠更

加深化這一論點。

另外一個是有意識地從歷史學的角度研究改革開放

史，特別是 1978 年到 1990 年代初改革開放初期的地域

社會。對於進行田野調查的學者來說，同時代的歷史以

及接近同時代的內容，也是重要的調查對象。因為只要

採訪受訪者的生命史，就自然而然地對同時代的經歷也

會有所瞭解。2004 年剛剛開始調查的時候，1980 年代

還是一個離我們很近的時代，所以我們的口述調查主要

是圍繞 1949 年前後的變化，也就是國民政府末期以及

土地改革、集體化時期的內容。現在已經很難遇到瞭解

這個時期的受訪者了，我們只能對 1960 年代以後的經歷

者進行詳細的口述訪問。當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內容

也非常重要，但 1978 年以後的改革開放政策，特別是人

民公社的解體、承包到戶、鄉鎮企業、農村副業等給地

域社會帶來的變化，是不可忽略的事實。假如我們採訪

1948 年出生的受訪者，在 1978 年的改革開放時他 30 歲，

現在已經 73 歲了。要是十年後採訪他的話就已經 83 歲

了，我想那樣的話在採訪過程中會遇到很大的困難。所

以我覺得我們有必要從現在開始有意識地對改革開放時

期的內容進行口述訪問。通過對改革開放時期的分析，

還可以得到思考集體化時期地域社會的線索。因此，從

歷史學研究的角度對同時代的重要轉折點進行研究，也

可以讓我們追溯探索之前的時代。我想與幾位有同樣興

趣的國內外學者，就改革開放時期的地域社會史研究進

行一些學習和討論，並為將來的研究做好準備。我想這

項研究最少也需要十至十五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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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

問：最後，能請您講一下這些年日本的中國史研究

的變化，以及今後應有的發展方向嗎？

答：之前與劉志偉教授和鄭振滿教授聊天，給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提到年輕時很多史料都看不到，

十分羨慕日本和美國等海外學者可以利用各種史料。譬

如與當地學者相比，那個時代的日本或是美國學者能看

到更多、更詳細的地方志。因此，直到 1990 年代中期，

許多中國學者都參考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之後中國方面

的史料挖掘和整理工作，以及近年的資料庫建設飛速進

展，各地方大學都致力於地方民間文獻的挖掘，並創建

了龐大的數據庫。外國學者很難直接地參與到這些工作

之中，或是去利用這些史料。因此，很多中國學者都認

為自己更加瞭解本國史或地域史，除了方法論之外，參

考日本或海外的研究已毫無必要了。在這樣的情況下，

日本的中國史學者到底能做什麼呢？這也是近年讓我十

分糾結的問題。對此，我有三個看法。

第一點是從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去看中國，也就是

從與中國學者完全不一樣的角度去展開研究。譬如有

意識地與日本社會或日本的價值觀進行對比。由於我們

看待問題的前提與他們不同，所以需要從自己的前提和

角度觀察那些對於中國學者理所當然的事實，這也有可

能讓我提出一些值得中國學者參考的、外部人所見的中

國形象。另外，日本學者的最大特點在對史料細緻的閱

讀。我們需要更進一步地思考史料是如何編撰的、有

什麼樣的限制、其內容是如何記載的，亦即史料生成

的「磁場」和史料內容的「磁場」。這能讓我們展開更

詳盡的討論，將外部觀察者的理解與詳盡的討論相互結

合，因為兩者是關聯的。

第二點是日文史料的運用。日本學者有利用日文的

優勢，我們可以更積極地使用一些日方的史料。我剛

剛介紹的日本中國農村調查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不同

世代在不同時代的調查，積累了很多不同的中國農村記

憶。我們需要分析調查本身是怎樣展開的，甚至各個時

代記憶的「磁場」是什麼等問題，並將自身的調查成果

加進去以展開更為細緻地探討。通過這樣的努力，將可

找到一些與中國學者對話的線索。

第三點，我認為可注重日本漢學學術體系的形態，

也就是學術體系成立的制度背景，以及由此獲得的知識

棱鏡的方式。更進一步說，通過史料內容本身理解、觀

察中國固然重要，但也需要思考觀察者是如何放置其觀

察視角的，即理解其觀察的本身。我一直參加東洋文庫

的近代中國研究班，在那裡曾試圖由日本戰爭期間的華

中、華南調查，理解中國是如何被觀察、如何被描述出

来的。在思考日本學術體系時，高等教育機關曾發揮了

很重要的作用。我現在比較感興趣的，包括一橋大學、

神戶大學在內的「舊三商大」，和山口、長崎、橫濱等

各地的舊高等商業學校在戰爭期間所建立的機構，譬如

東亞研究所或東亞經濟研究所等機構的調查活動。我希

望可以探討它們是如何被建立的？是基於什麼背景或政

策需求？有誰參加活動？如何收集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

各地的信息？以怎樣的視角進行觀察的？從中描述出来

的中國或東亞又是什麼……等等。從這些問題中所看到

的中國或東亞是日本獨特的觀點。通過類似分析，可以

找出一些與中國學者對話的材料。特別是在今日這樣的

疫情時代，更應該好好利用一些身邊的史料。


